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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产业绿色转型及其外部性*

孙传旺　陈智龙　孙博文

内容提要：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产业结构绿色转型有利于推动新质生产力

的形成与发展。已有研究表明，中国碳交易（简称“碳交易”）制度能够促进本地产业绿色转

型。本文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制度对周边非碳交易试点地区（简称“周边地区”）的

产业结构低碳化具有负外部性效应。具体而言，本文根据中国税收调查数据库构建区县

产业结构低碳化指标，基于反事实双重差分等方法进行实证架构搭建。研究结果表明，碳

交易试点制度阻碍了试点地区相邻省份辖区内区县的产业结构低碳化，尤其是与试点地

区直接毗邻或者外围 50 公里以内的区县；此外，这种负向作用会受到周边地区规制力度和

试点地区碳价水平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本文立足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逻辑，分析碳交

易制度外部性的机制渠道，验证了产业布局、要素配置以及技术创新三种不同的机制因素。

为阐明技术创新对于碳交易制度负外部性的缓解效应，本文进一步测算了各行业低碳效

率指标，并采用三重差分方法发现高技术行业低碳效率会因碳交易制度而提升，但其他行

业并未发生变化。聚焦于碳交易制度的产业绿色转型外部性，本文结论不仅对于当前碳

交易市场范围从试点扩大到全国的制度改革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证支持，而且为构建全国

生态要素统一大市场的新型生产关系、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贡献生动案例与学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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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

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先进生产力质态。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

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将绿色低碳理念贯穿于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始

终，以产业绿色化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黄群慧和盛方富，2024）。在此背景下，碳排放

权交易制度既是推动绿色低碳转型的机制保障，也是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的制度

体现。2024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提出推进碳

排放权交易市场和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建设。作为一种协同推动节能减排（Cui et al.，2021）
与技术创新（胡珺等，2020）的环境规制工具，中国碳交易试点制度于 2011 年启动，旨在通过配额交

易制度改革推动产业绿色转型。大量关注碳交易试点制度与产业结构转型的研究发现，制度实施

不仅促进了试点地区高技术行业和低碳行业发展（于向宇等，2021），而且能够加快三次产业间替代

演进以及生产要素优化配置（刘满凤和程思佳，2022），实现试点地区的产业结构转型。然而，碳交

易制度对于全国地区，尤其是周边地区产业绿色转型的外部性效应，以及背后的作用机制仍缺乏深

入的实证研究与理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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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是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表现。本文基于新质生产力的形成逻辑，

从产业、要素和技术三个维度剖析碳交易制度的外部性效应。碳交易制度是一种旨在优化碳排放

生态要素配置效率（孙博文，2024）的新型生产关系。但是以行政区域为边界的碳交易试点制度，可

能在试点与周边地区之间筑起碳要素市场壁垒，周边地区碳排放要素无法参与碳交易试点市场，加

剧地区间碳要素配置的非均衡状态，相对扩大非试点地区市场扭曲。区域制度整合是消除市场分

割的关键（刘志彪和孔令池，2021），若试点地区碳交易制度对于周边地区产业绿色转型产生了负外

部性，那么当前致力于突破行政边界、“由试点推广到全国”的碳交易制度改革，有利于消除市场壁

垒，缓解对于周边地区低碳转型的负外部性影响。

本文的研究不仅能够为新型生产关系如何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机制证据，而且还将对

我国进一步打破生态要素市场分割、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贡献学理智慧。研究主线如下：第一，基

于中国税收调查数据库构建区县产业结构低碳化指标，使用双重差分方法发现碳交易制度显著降

低周边地区产业结构低碳化水平。第二，除了平行趋势检验外，从模型设定、工具变量、指标构造和

潜在干扰因素四个维度进行稳健性估计，确保基准结论的可靠性。第三，为了进一步考察空间壁垒

对碳交易试点制度产生外部性的作用，本文对双重差分模型做出更细致的设定，验证外部性效应的

距离衰减特征。第四，通过调节效应模型揭示了周边地区规制力度和试点地区碳价水平对碳交易

制度外部性的影响。第五，从产业布局、要素配置效率和技术创新三方面检验外部性效应的形成机

制。最后，针对技术创新，本文依据企业碳排放和产值规模构建产业低碳效率指标，采用三重差分

方法实证揭示技术创新效应对于产业绿色转型外部性的作用。

本文的边际贡献与潜在创新在于如下三点：

在研究立意与指标创新上。区别于以往大量关注碳交易试点制度与当地产业结构的研究，本

文另辟蹊径地探究碳交易制度的产业结构低碳化外部性。分别从理论和实证层面，阐明碳交易试

点制度阻碍相邻区县产业绿色转型的内在逻辑和机制因素，为研究碳交易试点制度的经济后果和

空间溢出效果（董直庆和王辉，2019）贡献新的依据。相较于三次产业相关的产业结构指标（袁航和

朱承亮，2018）和碳排放相关的综合产业体系模型（张伟等，2016），本文的产业结构低碳化指标既可

以涵盖企业微观信息，又能够体现主导产业结构变迁，反映由新质生产力带来的绿色低碳产业对于

高碳排放产业的替代演变过程。

在研究视角与机制分析上。本文聚焦于碳交易制度生产关系内涵，结合新质生产力的形成逻

辑，搭建了制度外部性产生的理论框架。碳交易市场本质上是一种优化碳排放要素分配效率的经济

制度，而经济制度属于生产关系范畴（方敏，2020）。催生新质生产力的产业、要素、技术三重动能分

别对应碳交易制度外部性产生的产业布局、要素配置、技术创新三种因素。鉴于此，本文突破性地依

据新质生产力理论，阐释碳交易制度外部性形成的内在机制。详细而言，碳交易制度导致周边地区

重点控排行业的产业布局集聚和低碳要素配置效率下降，但也促进了周边地区的技术创新水平。

在实证架构上。除了采用规范的双重差分方法分析碳交易制度外部性效应，还在以下方面对

实证设计框架进行改进：首先，针对内生性问题，以空气流动系数事前均值与时间变量的交互项作

为碳交易制度的工具变量进行估计。其次，基于千分位经纬度信息，从处理组样本中筛选出直接接

壤以及外围 50 公里以内的周边区县，既重点探讨了“周边地区”边界设定偏误对于实证结果的潜在

影响，又再次检验了碳交易制度外部性的效果。最后，为了刻画传统产业绿色转型升级，本文基于

企业能源消费碳排放和产出数据，构建了行业层面独特的产业低碳效率指标。特别针对技术创新

因素，本文研究发现，高技术行业的产业低碳效率显著提升，但一般行业没有发生明显变化。这一

结果诠释了技术创新可以缓解碳交易制度在绿色转型方面的负外部性，也验证了作为新质生产力

核心驱动力的技术创新，对能源强度、碳排放效率的促进作用（林伯强和孙传旺，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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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研究具有较强的政策意义，为当前碳交易市场范围从试点扩大到全国的制度改革提供

了理论依据与实证支持。首先，以行政区划为边界的碳交易试点制度对周边地区存在产业结构低

碳化的负外部性，因此，不断加快全国统一碳市场建设，将有助于推动全面绿色低碳转型的发展实

践；其次，产业布局、要素配置和技术创新是负外部性的三个重要影响机制，因此，对阻碍周边地区

产业绿色调整的主要因素进行准确识别与控制，将有利于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第三，不同区域的

碳市场价格与环境规制力度等因素差异，将对试点制度的负外部性形成一定的调节作用，因此，加

强碳交易制度与其他政策的有效协同，可以充分缓解负外部性的影响；第四，碳交易试点制度显著

提高了周边地区高技术控排行业的碳排放要素生产效率，因此，统筹好整体和局部的关系，更好地

发挥试点碳市场在全国碳市场扩大交易范围过程中的实践探索作用。

余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制度背景与理论分析；第三部分为指标构建与模型设定；第四

部分呈现基准回归结果；第五部分为碳交易制度外部性的机制检验；第六部分进一步探讨了碳交易

制度对于周边地区产业低碳效率的影响；第七部分为本文的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 制度背景与理论分析

（一）碳交易制度背景

2011 年，中国宣布启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市场建设，旨在利用额交易试点制度促进温室气体

减排，推动经济结构转型与产业升级。北京、天津、上海、深圳、广东、湖北、重庆和福建 8 地陆续启

动碳交易试点市场，钢铁、化工等高耗能行业被纳入控排体系，这些举措积极推动产业结构绿色转

型与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发展。2021 年 7 月，全国碳市场正式启动，覆盖碳排放量占全国 40% 以上的

电力行业为首批控排对象。2024 年 9 月，生态环境部表明，积极稳妥有序将水泥、钢铁、电解铝行业

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范围。①当前，碳交易的 8 个试点市场与全国市场并行，试点市场

为全国市场的建立提供了先行先试的实践经验和建设探索，全国市场则是试点市场在空间上的延

伸和制度上的深化。事实上，在 2021 年中国碳市场启动之前，我国也多次在碳市场的制度创新上

做出尝试。例如，2014 年 12 月，北京市与承德市启动了跨区域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2016 年 3
月，北京市又与呼和浩特市、鄂尔多斯市联合开展了跨区域碳排放权交易。“京冀跨区域碳交易”②

与“京蒙跨区域碳交易”③力图缓解环境溢出效应带来的外部性问题，为全国碳市场的筹备提供有

益探索。可见，减轻行政壁垒阻碍、解决试点制度外部性问题能够为建构和完善全国生态要素统一

大市场提供生动实践，更成为了碳交易制度持续改革的必然趋势。然而当前，相关的理论分析与实

证研究均较为匮乏，尤其是缺乏从新质生产力和产业绿色转型视角的解释与证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外部性是指一个经济主体的活动对另一个经济主体的效益或成本产生了影响，但是未通过市

场价格机制予以反映。也有学者发现，制度本身也可能产生外部性效应，进而对其他经济主体造成

影响（Trantidis，2024）。本文研究的碳交易制度外部性是指试点地区碳交易制度的实施对周边地区

产业绿色转型的作用，该外部性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该外部性表现为对周边地区高耗能行

业形成“挤入现象”，这种“挤入现象”可能与高耗能行业的产业布局有关。在碳交易制度作用下，试

点地区化工、钢铁、水泥等行业生产活动有所受限，相较之下，周边地区高耗能行业的产出布局优势

更易发挥，意味着生产规模可能得到了扩大，对高耗能行业的“挤入”阻碍了周边地区产业结构绿色

①　参见：《关于公开征求〈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水泥、钢铁、电解铝行业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环办便函

〔2024〕299 号）。

②　参见：《京冀破冰跨区域碳交易  用市场手段探索生态补偿》，《人民日报》2014 年 12 月 19 日第 9 版。

③　参见：《京蒙启动跨区域碳排放权交易》，《中国能源报》2016 年 04 月 04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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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另一方面，该外部性也体现在对周边地区绿色低碳行业造成的“挤出现象”，这种“挤出现象”

或与要素配置效率降低有关。与试点地区相比，周边地区碳减排价值难以通过市场呈现，相对加剧

要素市场扭曲程度，尤其是在节能环保工程、环境污染监测等领域，对绿色低碳行业的“挤出”阻碍

了周边地区产业结构绿色转型。综上，碳交易试点制度对于周边地区产业结构低碳化的负外部性，

呈现出“挤入现象”和“挤出现象”。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 1：
H1：碳交易制度会对周边地区产业结构低碳化产生负外部性影响。

碳交易制度是一种与新质生产力和绿色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产业结

构低碳化则体现了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内涵。新质生产力形成的核心逻辑在于通过技术革命性突

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与产业转型升级的作用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有效提升，新质生产力本身就

是绿色生产力。从技术维度看，技术的革命性突破推动了节能降碳等先进绿色技术的形成；从要素

配置角度看，碳排放权交易等市场化机制引导资本、人才等要素流向绿色低碳产业；从产业转型角

度看，高耗能、高排放的传统产业在碳交易制度的作用下逐渐向绿色化、高效化的新兴产业转变。

根据假说 1 的分析，倘若碳交易制度对周边地区的产业结构低碳化产生了负外部性，则必然会对周

边地区的绿色生产力造成负面影响。考虑到新质生产力是由产业、要素、技术三方面因素催生，本

文尝试从产业布局效应、要素配置效应、技术创新效应出发，为碳交易制度对产业结构低碳化外部

性的作用机制提供理论解释。

1.产业布局效应

新质生产力的培育需要依靠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即通过改造传统产业、壮大新兴产业和布

局未来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绿色化。然而，根据“污染天堂”假说，在碳交易试点制度的压力下，水泥、

钢铁等高耗能企业会加快生产活动的空间调整。具体而言，碳交易试点制度在空间上可能通过产业

布局效应加强试点地区高耗能企业的短期绿色转型压力和长期利润损失预期（Hsu et al.，2023），并

同时提高周边地区高耗能行业的产业规模，抑制产业结构低碳转型。换句话说，为应对转型成本与

收益的不对称性，试点地区的高耗能企业会将其部分生产活动分配到周边地区，从而更有效地平衡

经济效益与合规成本，这与 Gibson（2019）等学者观点相符。除了试点地区的生产活动溢出外，碳交

易制度还可能通过改变周边地区重点控排行业的比较优势，间接加速周边地区高耗能产业集聚。根

据赫希曼空间外部经济理论，相邻地区产业布局通常具有相似性与连续性，产业链分工呈现出空间

耦合关联特征。这意味着，试点地区与周边地区的高耗能行业可能会形成竞争关系，碳交易制度的

实施降低了试点地区重点控排行业的比较优势，从而相对提升了周边地区高耗能行业比较优势（欧

阳晓灵等，2022）。比较优势的增强容易使周边地区高耗能行业在市场竞争中地位提升，从而获取更

多市场份额和发展机会。综上所述，碳交易试点制度可能会对周边地区造成“挤入现象”，加速高耗

能行业的相对规模提升，不利于周边地区产业结构低碳化转型。由此，本文提出假说 2：
H2：碳交易制度通过产业布局效应抑制周边地区产业结构低碳化转型。

2.要素配置效应

生产力各要素的高效率配置是实现生产力跃迁、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必要条件。与传统环境规制

不同的是，碳交易制度的显著特点在于实现了碳要素成本的内部化（贾智杰等，2023），这就意味着碳

交易试点制度在推动当地绿色低碳发展的同时，可能通过改变周边地区的低碳要素配置效率影响其

产业结构低碳转型。这一过程的核心机制在于要素价格与相对成本的调整。碳交易制度使试点地

区企业碳排放成本被内部化，提高碳要素的使用成本减排成本，相比之下，未纳入碳交易试点的周边

地区则缺乏此类约束，导致碳要素在相对价格上反而更具优势。根据要素替代理论（史丹和王俊杰，

2016），当某种生产要素的相对成本下降时，企业会提高该要素在生产中的投入比例。由此，在价格

优势作用下，周边地区可能加大碳密集型的生产活动，导致碳排放增加。在此背景下，依赖生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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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的绿色低碳竞争力难以充分发挥，节能减排产业对资本、劳动等要素的吸引力下降，导致周边地

区资源配置进一步偏离低碳导向。要素配置效率不仅体现在资源是否流向生产率更高的部门，还体

现在低碳效率较高行业能否得到充分的资本和劳动要素份额。低碳要素配置效率的下降意味着低

碳全要素生产率较高的行业获得较少的资本或劳动投入，导致节能减排等绿色低碳行业在竞争中被

“边缘化”。这种要素配置效率损失会削弱要素从低效高碳部门向高效低碳部门的转移动力（陈创练

等，2016），在产业演进过程中呈现出“挤出现象”，即绿色低碳行业的发展空间被碳密集型生产活动

所占据，进而抑制周边地区整体产业结构的低碳化进程。鉴于此，本文提出假说 3：
H3：碳交易制度可能会降低周边地区的低碳要素配置效率，进而阻碍其产业结构低碳化。

3.技术创新效应

技术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支撑和推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理论上，碳交易试点制度能够带动周边地区技术创新，而这种技术创新效应可能是缓解

产业结构低碳化负外部性的关键机制。一方面，碳交易制度为二氧化碳排放权赋予商品属性，通过

市场交易给企业传递明确的碳减排激励信号。基于利润最大化动机，企业在碳交易的激励下，可能

加大技术研发投入，通过工艺流程改进、低碳技术应用和能源结构优化等方式降低碳排放，最终提

升碳交易试点地区的技术创新水平（Zhu et al.，2019）。另一方面，由于技术在产业链上下游之间高

度关联的属性，技术创新会通过产业链供应链以及商品贸易、知识扩散和碳价信号的传导机制溢出

至周边地区，形成区域性的技术进步效应（Venmans et al.，2020）。从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理论视

角来看，生产要素与生产条件在技术创新前提下的持续迭代与重组是经济转型发展的关键机制（张

可云和李晨，2019）。在碳中和的背景下，技术创新既是企业在节能减排约束下生存与发展的必要

条件，更是实现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力量。首先，技术创新有利于新旧动能转换，在产业调整

过程中加速高排放、低效率行业的退出，为绿色低碳行业的发展释放空间（王海等，2025）。其次，企

业依托技术创新通过清洁能源利用、智能化管理和数字化转型等路径显著降低能源消耗强度（Lin 
& Chen，2020），提高传统行业碳排放效率（Zheng et al.，2022）。理论上，碳交易制度的技术创新效

应不仅能缓解其对周边地区产业结构低碳化的负外部性影响，还有利于行业整体的碳排放效率提

升。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说 4a和 4b：
H4a：碳交易制度带动周边地区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效应有利于产业结构低碳化。

H4b：碳交易制度发挥技术创新效应，促进周边地区相关行业的碳排放效率提升。

三、 指标构建与模型设定

（一）指标构建

本文以绿色低碳产业与高碳排放产业的产值之比衡量区县层面产业结构低碳化水平。由于

《中国县域统计年鉴》未披露详细的绿色低碳行业与高碳排放行业产值规模数据，本文基于中国税

收调查数据库提供的微观企业信息构建产业结构低碳化指标。具体步骤如下：首先，测算区县绿色

低碳产业规模。根据中国《绿色低碳转型产业指导目录（2024 年版）》，绿色低碳产业包括节能降碳

产业、环境保护产业、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等 7 类一级产业、31 类二级产业、246 类三级产业。将中国

税收调查数据库与上述产业分类信息进行匹配，识别出绿色低碳行业企业。①加总绿色低碳行业

企业规模，得到区县绿色低碳产业规模。公式如下：

Hbit =∑j
Indusizeijt =∑j∑m

sizeijmt （1）
式（1）中，j为绿色低碳行业，i为区县，t为时期，m 表示企业，sizeijmt 表示 i区县 t时期 j行业 m 企业

①　因篇幅有限，绿色低碳行业代码与名称详见本刊网站登载的附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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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总产值，Indusizeijt 为 i区县 t时期 j行业的总产值，Hbit 为 i区县 t时期绿色低碳产业规模。绿色低碳

产业规模反映了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绿色生产力内涵。

其次，测算区县高碳排放产业规模。借鉴胡鞍钢等（2015），根据中国六大高耗能产业识别高碳

排放行业，①进而基于中国税收调查数据库测算出各区县高碳排放产业规模，公式如下：

Hecit =∑q
Indusizeiqt =∑q∑m

sizeiqmt （2）
其中，q 为高碳排放行业，sizeiqmt 表示 m 企业总产值，Indusizeiqt 为 q 行业总产值，Hecit 为 i 区县 t 时

期高碳排放产业规模。

最后，测算区县产业结构低碳化指标。基于区县绿色低碳产业规模 Hbit 与高碳排放产业规模

Hecit 比值构建产业结构低碳化指标 LCSit，公式如下：

LCSit = Hbit /Hecit =∑j∑m
sizeijmt /∑q∑m

sizeiqmt （3）
指标值越高，表明产业结构低碳化表现越优。绿色低碳产业与高碳排放产业的相对规模变化

反映了产业结构低碳化的动态演进过程，符合碳交易制度下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规律。

（二）模型设定

自 2011 年中国确定碳交易试点制度起，相关地区就已感知政策压力，并开始加速生产模式转

变与低碳经济转型（Hu et al.，2020）。因此，本文以 2011 年为碳交易试点制度的政策冲击点（Cui et 
al.，2021），使用单时点双重差分方法，估计碳交易试点制度对周边地区产业结构低碳化产生的外部

性效应。借鉴张国建等（2019）关于政策溢出效应估计的研究设计思路，选取碳交易试点地区相邻

非试点省份（周边地区）辖区内的区县（包括市辖区、县、县级市、旗、自治县）作为处理组，将剔除碳

交易试点地区后的其他样本作为对照组。②具体来说，根据地理信息筛选出首批碳交易试点地区

空间相邻省份内的区县，并与中国税收调查数据库进行匹配，识别处理组区县与对照组区县样本，

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如式（4）所示：

ln LCSit = α 0 + α 1Treati × Postt + α 2 Xit + λt + μi + εit （4）
其中，i 表示区县，t 为年份，ln LCSit 为被解释变量，即地区产业结构低碳化指标对数值，主要解

释变量为处理组变量 Treati 和政策时点变量 Postt 的交乘项，即“区县当年是否位于周边地区”。当样

本 i为碳交易试点地区周边省份辖区内的区县，Treati 取值为 1，否则为 0。当年份在 2011 年及以后，

Postt 取值为 1，反之为 0。Xit 表示控制变量，μi 表示个体固定效应，λt 为时间固定效应，εit 为误差项。

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方法（TWFE）对基准模型进行估计。考虑到异方差和序列相关等造成的影响，采

用区县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考虑到影响产业结构转型的潜在因素可能包括经济发展、工业化水

平、财政支出、投资规模等社会经济变量，本文将以下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地区生产总值及其二次

项、年末总人口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工业总产值占生产总值比重、财政一般预算支出占生产

总产值比重、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生产总值比例。本文将所有控制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从而缓解

异常值和异方差的影响。③

双重差分模型估计结果的可靠性建立在平行趋势假设上，即对照组与处理组的被解释变量需

在事前保持平行变化趋势。本文通过指标测算结果的比较分析发现，处理组与对照组的产业结构

低碳化指标平均值的变化趋势在碳交易制度发生前并无明显差异，但在碳交易制度建立后，处理组

产业结构低碳化水平相对降低，初步说明处理组产业结构低碳化与对照组在事前具有相同的变化

①　因篇幅所限，高碳排放行业代码与名称详见本刊网站登载的附表 2。
②　首批碳交易试点地区包括：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湖北、广东（已涵盖深圳试点）；周边地区包括：河北、江苏、浙江、安徽、

江西、河南、湖南、广西、陕西、四川、贵州。

③　因篇幅所限，本文主要变量定义详见本刊网站登载的附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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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①进一步地，本文采用事件研究法进行平行趋势假设评估与动态效应检验，模型如下：

ln LCSit = β0 + ∑
f = -4

5
φf Dif + β1 Xit + λt + μi + εit （5）

其中，φf 的含义为处理组与对照组产业结构低碳化的差异。 f 为碳交易试点制度实施期数，

f ∈ [ ]-4，5 ，当 f 取负数时，Dif 表示制度实施前第 f 期的哑变量；f 取正数时，Dif 表示正式实施后的第 f

期的哑变量；Di0 表示碳交易制度发生当年的哑变量。本文参考孙传旺和魏晓楠（2022）的做法，将

政策发生前最早一期（f = -4）作为基期进行回归分析。若 φf 在政策冲击前不显著异于零，则表明无

法拒绝平行趋势假设。

（三）数据说明

本文使用 2007—2016 年中国税收调查数据库提供的微观企业信息测算区县产业结构低碳化

指标。中国税收调查数据库提供了中国各地区、各行业、各类型企业的基本信息、财务、税收、生产

经营等信息，涵盖企业数量众多，能够较好地反映行业的整体情况，具有权威性和代表性（申广军

等，2016）。在对中国税收调查数据库初始样本进行数据清洗后（剔除企业总产值等关键变量数据

缺失或小于零、以及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等行业的样本）得到涵盖 2844 个区县、62.57 万

个企业、412.69 万个观测值（年份—企业）的非平衡面板数据集。②

四、 基准回归结果

（一）碳交易试点制度外部性效应的识别

本文基于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碳交易试点制度对周边地区产业结构低碳化的外部性。以产业结

构低碳化指标 LCSit 对数值作为基准模型的被解释变量进行双重差分估计。回归结果见表 1，列（1）
（2）分别汇报了未加入和加入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以列（2）结果为参考，碳交易试点制度使得周

边地区的产业结构低碳化水平相较于对照组降低了 11%，这表明碳交易制度具有产业结构低碳转

型负外部性，验证了本文假说 1 的理论分析结论。作为一种提升碳排放要素配置效率的生产关系，

碳交易试点制度实施后虽有利于试点地区本身低碳转型，促进其绿色生产力发展，但对于周边地区

的产业结构低碳化造成负外部性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支持了当前致力于突破行政边界、“由试点

推广到全国”的碳交易制度改革符合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科学规律。

表 1 碳交易制度对周边地区产业结构低碳化的影响

变量

区县当年是否位于周边地区

控制变量

县域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观测值

R2

产业结构低碳化

（1）
-0.101***

（0.036）
否

是

是

18408
0.373

（2）
-0.110***

（0.038）
是

是

是

18408
0.375

注：***、**和*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上显著，表 1 中汇报了剔除试点地区后的估计结果。因此，样本观测值与描述性

统计中存在差异。

（二）平行趋势假设评估与动态效应分析

基准回归结果表明，碳交易制度对于周边地区区县产业结构低碳化转型具有负外部性。与对

①　因篇幅所限，处理组与对照组的产业结构低碳化指标变化趋势详见本刊网站登载的附图 1。
②　因篇幅所限，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详见本刊网站登载的附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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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组相比，周边地区的区县产业结构低碳化在制度发生后显著降低。然而，基准模型估计结果成立

的前提是对照组与处理组的被解释变量需保持平行变化趋势。为此，本文以政策发生前最早一期

（f=-4）作为基期，基于模型（5）进行平行趋势假设评估。结果表明，时间虚拟变量估计系数在政策

发生前均不显著，无法拒绝平行趋势假设。然而，估计系数在事后的第 1 期开始显著为负，从第 3 期

起估计系数显著性水平和绝对值明显提高，这说明，碳交易试点制度对于处理组的产业结构低碳化

表现出负外部性影响。为了避免基期选择对平行趋势检验结果的干扰，本文又参考龚斌磊（2024），

将碳交易制度发生前 1 期（f = -1）作为基期进行检验。结果同样表明周边地区产业结构低碳化水

平在碳交易试点制度发生前与对照组并未有显著差异，无法拒绝平行趋势假设。①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排除某些未观测因素对于双重差分估计结果的影响，本文将从模型设定、工具变量法、指

标构造和潜在干扰因素四个维度展开稳健性检验。（1）模型设定。由于首批碳交易试点地区正式启

动交易的时间不一致，因此，本文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并借鉴 Callaway & 
Sant ’Anna（2021）提供的方法，得到考虑异质性处理效应后稳健的多时点双重差分估计值。（2）工具

变量法。为了避免碳交易试点制度可能产生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参考陈诗一和陈登科（2018）、孙传

旺等（2019）关于工具变量的构建思想，用各地区 2011 年之前空气流动系数的平均值 Air 与时间变

量 year 交互项 Air × year 为工具变量进行分析。（3）指标构建。本文替换了在基准回归中关于被解

释变量的指标构建方法，以碳排放水平在 25% 分位数以下行业的总产值与碳排放水平处于 75% 分

位数以上行业的总产值之比作为产业结构低碳化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4）潜在因素干扰。考虑

到基准回归估计结果可能受到与碳交易制度相关的政策，以及影响碳交易制度实施的经济社会变

量自发趋势的干扰，本文在模型中控制了各地区强制性减排约束与低碳城市试点等相关政策和事

前趋势的影响。稳健性检验结果均表明，基准回归结论保持稳健。②

（四）关于碳交易制度外部性效果的探讨

考虑到产业、要素、技术等因素的溢出具有就近特征（金刚和沈坤荣，2018），碳交易试点制度对

周边地区产生的外部性影响可能会随距离的增加而衰减。因此，本文进一步探讨碳交易制度的产

业结构低碳化外部性效果在地理空间上是否表现出距离衰减特征。具体地，本文通过地理信息系

统筛选，将处理组范围从试点地区相邻省份辖区内所有的区县，缩小到直接与试点地区接壤的区

县，进而构建双重差分变量“区县当年是否为碳交易试点接壤地区”，重新评估碳交易试点政策的产

业结构低碳化外部性。相较于基准模型的设定，该做法调整了处理组的区域范围，有利于更精准地

在区县层面上捕捉与试点地区的接壤关系，强调了地理距离差异对结果可能产生的影响。通过对

研究设计中接壤关系颗粒度的调整，能够更突出地在空间尺度上反映碳交易试点制度带来的外部

性效果，有助于进一步评估外部性效应的空间地理特征。

表 2 列（1）回归结果表示，相较于基准回归结果，碳交易试点制度对于接壤地区产业结构低碳

化的外部性效应有所加强。外部性加剧的原因可能在于，碳交易试点制度对直接接壤区县的产业

布局效应和低碳要素配置效应更为显著。此外，本文又参考余典范等（2023）的做法，基于直接接壤

区县的虚拟变量“是否接壤”（当区县直接与碳交易试点接壤时，变量取 1，否则取 0），引入交互项变

量“区县当年是否位于周边地区×是否接壤”进行实证考察。表 2 列（2）结果说明，交互项变量的估

计系数在 10% 水平上显著为负，这也说明了直接接壤地区的产业结构低碳化水平受到碳交易制度

的外部性影响更加明显。

①　因篇幅所限，平行趋势假设评估结果详见本刊网站登载的附图 2。
②　因篇幅所限，稳健性检验结果详见本刊网站登载的附表 5 至附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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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碳交易制度外部性效应的范围探讨

变量

区县当年是否为碳交

易试点接壤地区

区县当年是否位于周

边地区×是否接壤

区县当年是否位于试

点地区外围 50 公里内

区县当年是否位于周

边地区×外围 50公里内

区县当年是否位于周

边地区

控制变量

区县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观测值

R2

直接接壤区县（near1）

（1）产业结构低碳化

-0.131**

（0.054）

是

是

是

18408
0.376

（2）产业结构低碳化

-0.095* 
（0.055）

-0.101*** 
（0.039）

是

是

是

18408
0.375

50 公里内区县（near2）

（3）产业结构低碳化

-0.176*** 
（0.051）

是

是

是

18408
0.375

（4）产业结构低碳化

-0.138*** 
（0.053）
-0.102*** 
（0.039）

是

是

是

18408
0.376

进一步地，本文以地理距离范围划分处理组，考察碳交易试点制度外部性效应的距离衰减特征。

由于污染产业集聚现象往往集中在行政边界 50公里附近（徐志伟和刘晨诗，2020）。本文根据千分位

的经纬度信息，测算各区县距离相邻碳交易试点省份边界的球面距离，进而以外围 50 公里以内区县

为处理组，构造双重差分变量“区县当年是否位于试点地区外围 50 公里内”进行估计。①此外，本文

还构造了虚拟变量“外围 50 公里内”（当区县处在碳交易试点地区周边 50 公里以内时，变量取 1，否
则取 0），引入交互项变量“区县当年是否位于周边地区×外围 50 公里内”对外部性效应的距离衰减

特征进行考察。表 2 结果表明，列（3）中双重差分变量“区县当年是否位于碳交易试点地区外围 50
公里内”和列（4）中交互项变量“区县当年是否位于周边地区×外围 50 公里内”估计系数均在 1% 水

平上显著为负，且前者系数绝对值大于基准回归中的结果。这说明，碳交易试点制度对外围 50 公

里以内区县的产业结构低碳化影响更明显，外部性效应具有距离衰减特征。

五、 碳交易试点制度外部性的机制检验

（一）外部性的作用机制分析

基准回归以及多种稳健性检验验证了碳交易试点制度对周边地区产业结构低碳化的外部性效

应，那么形成该外部性效应的作用机制又有哪些？理论分析表明，产业布局效应、要素配置效应以

及技术创新效应是碳交易制度影响周边地区产业结构低碳化的不同渠道。接下来，本文将承接理

论分析逻辑，通过实证模型进行检验。

1.产业布局效应

本文借鉴 Dechezleprêtre et al.（2022），构建识别周边地区在碳交易试点制度实施前后产业布局

变化情况的指数 Transfit。首先，根据 i区县在 t年份碳交易制度控排行业规模②占全国份额 qit，以及

区县经济规模占全国份额 git，测算出剔除经济发展水平后的产业相对规模 qit /git；其次，基于 2011 年

①　除了以 50 公里为临界值外，对于以 100 公里、150 公里、200 公里为临界值划分处理组的实证结果同样表明，碳交易制度的

外部性效应呈现出距离衰减特征。

②　涵盖火电、热力、水泥、石化、钢铁、建筑等高耗能行业。对企业规模按行业进行加总，从而得到行业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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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i区县 qit 的平均值 q̄ i 和 git 的平均值 ḡ i，测算得到 q̄ i /ḡ i；最后，以 qit /git 和 q̄ i /ḡ i 的差值得到产业布局指

数，即 Transfit = qit /git - q̄ i /ḡ i。该指数的构造是以 2011 年前平均值作为对照，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事前趋势干扰，又能够捕捉制度发生前后行业规模相对变化情况。Transfit 值越大，表明 i区县 t

年份控排行业集聚程度越高。

实证回归结果见表 3 Panel A 列（1），双重差分变量“区县当年是否位于周边地区”在 5% 水平上

显著为正。这意味着，碳交易试点制度提升了周边地区重点控排行业的集聚程度。在此基础上，本

文借鉴郭俊杰等（2024）的做法，采用分组回归方法检验产业布局效应对产业结构低碳化的作用机

制，验证逻辑在于：若碳交易制度通过产业布局效应抑制周边地区产业结构低碳化，那么对于碳交

易制度实施后产业布局指数值大于政策发生前的样本，其产业结构低碳化受到的负外部性影响可

能会更明显。具体而言，根据政策实施后 Transfit 指标均值与政策发生前指标均值的相对大小，将样

本分为产业布局指数提高组（事后均值 >事前均值）和产业布局指数未提高组（事后均值 ≤事前均

值），对基准回归模型进行分组检验。表 3 Panel A 列（2）（3）结果表明，碳交易制度对于周边地区产

业结构低碳化的负外部性仅存在于产业布局指数提高组，但在未提高组并不显著。表 3 Panel A 结

果说明产业布局效应是碳交易制度阻碍周边地区产业结构低碳化的机制因素。①

2.要素配置效应

根据前文理论分析结论，要素配置效应是碳交易试点制度产生外部性的作用机制。试点制度

的实施可能加剧周边地区的要素价格扭曲，降低低碳要素配置效率，进而阻碍产业结构绿色低碳转

型。鉴于此，本文参考并改进 Bartelsman et al.（2013）的做法，根据企业低碳全要素生产率和要素份

额，采用 OP 协方差法测算区县低碳要素配置效率指标（GEfficientit），构建过程如下：首先，测算区

县—行业层面的低碳要素配置效率 GEijt，如式（6）所示：

GEijt =∑
f

(θijft - θ̄ ijt ) × (GPijft - P̄ ijt ) （6）
其中，θijft 为 i区县 j行业 f企业 t年的资本要素规模占 i区县 j行业的份额，GPijft 为 i区县 j行业 f企

业 t 年的低碳全要素生产率②，P̄ ijt 和 θ̄ ijt 分别为 GPijft 和 θijft 在 i 区县 j 行业 t 年的简单算术平均值。其

次，以 i 区县 t 年内各行业劳动力占该区县劳动力总量份额（Θ ijt）为权重，将区县—行业层面低碳要

素配置效率 GEijt 加总，得到区县层面低碳要素配置效率指标 GEfficientit，见式（7）：

GEfficientit =∑
j

Θ ijt × GEijt （7）
指标值越大，表明低碳要素配置状态越优。

本文基于 GEfficientit 指标，实证考察碳交易制度的要素配置效应。根据表 3 Panel B 列（1）结果，

双重差分变量“区县当年是否位于周边地区”估计系数在 1% 水平上为负。说明碳交易制度降低了

周边地区的低碳要素配置效率。同时，本文根据 GEfficientit 指标在制度实施前后的变化情况，将样

本分为要素配置效率降低组和要素配置效率未降低组事后均值≥事前均值进行分组回归分析，检验

要素配置效率对周边地区产业结构低碳化的机制作用。理论上，要素配置效率降低组的产业结构

低碳化受到的外部性影响更为显著。表 3 Panel B 列（2）（3）结果表明，在要素配置效率降低组中，

“区县当年是否位于周边地区”估计系数在 5% 水平上显著为负，而在要素配置效率未降低组中，“区

县当年是否位于周边地区”估计系数不显著。该结果说明，碳交易制度降低了周边地区要素配置效

率，进而阻碍产业结构低碳化转型。

①　本文也通过实证检验发现，碳交易制度未影响试点地区规制行业企业数量，说明产业布局效应并非由地区间的产业转移

而产生。

②　将企业碳排放、劳动、资本三种要素同时作为生产投入，采用 OP 法估计企业低碳全要素生产率 GPij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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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作用机制检验

Panel A ：产业布局效应检验

变量

区县当年是否位于

周边地区

观测值

R2

Panel B ：要素配置效应检验

变量

区县当年是否位于

周边地区

观测值

R2

Panel C ：技术创新效应检验

变量

区县当年是否位于

周边地区

观测值

R2

控制变量

区县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产业布局效应

（1）
0.252**

（0.106）
18408
0.293

低碳要素配置效率

（1）
-0.116***

（0.029）
18408
0.298

技术创新

（1）
0.440***

（0.055）
15354
0.464
是

是

是

产业结构低碳化

产业布局指数提高组

（2）
-0.161**

（0.069）
7770
0.418

产业结构低碳化

要素配置效率降低组

（2）
-0.184**

（0.073）
6380
0.414

产业结构低碳化

技术创新水平提高组

（2）
-0.049

（0.047）
12386
0.308
是

是

是

产业布局指数未提高组

（3）
-0.041

（0.046）
10638
0.345

要素配置效率未降低组

（3）
-0.056

（0.045）
12028
0.353

技术创新水平未提高组

（3）
-0.176*** 
（0.066）

6022
0.452
是

是

是

注：（1）表 3 中所有回归模型均加入了控制变量、区县固定效应与时间固定效应；（2）由于技术创新效应的变量含义为专利对数

增长率，因此，表 3 Panel C 汇报的样本观测值小于基准回归结果。

3.技术创新效应

根据本文假说 4a，碳交易制度的技术创新效应可以缓解其对周边地区产业结构低碳化转型的

负外部性效应。碳交易制度促进试点地区的技术创新（Aghion et al.， 2016），而知识和技术会随着

人员往来、网络信息交流等途径外溢至邻近地区（Wu & Liu，2021），影响周边地区产业结构（郭凯明

和罗敏，2021），推动绿色低碳行业对传统高碳行业的逐步替代。

因此，本文从技术创新视角考察碳交易试点制度对周边地区产业结构低碳化的影响机制。借鉴

Buerger et al.（2012），以区县层面专利数量对数增长率衡量地区技术创新水平。表 3 Panel C 列（1）结

果表明，“区县当年是否位于周边地区”回归系数在 1% 水平上表现为正，碳交易制度对周边地区产生

技术创新效应。进一步地，根据碳交易制度实施后与发生前技术创新水平的相对大小，将全样本分

为技术创新水平提高组（事后均值>事前均值）和技术创新水平未提高组（事后均值≤事前均值），进行

分组回归分析。在表 3 Panel C 列（2）中，“区县当年是否位于周边地区”估计系数未通过 10% 水平的

显著性检验，列（3）中，“区县当年是否位于周边地区”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这说明碳交易制度仅对技术

创新水平未提高组的产业结构低碳化产生负外部性影响。表 3 Panel C 验证了碳交易制度的技术创

新效应有利于缓解对周边地区产业结构低碳化的负外部性，假说 4a得到支持。值得注意的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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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效应部分抵消了由产业布局集聚和要素配置效率下降带来的负外部性，但不足以完全消解或逆

转前述效应，因此碳交易试点制度对周边地区产业结构低碳化的净效应整体上表现为负向外溢。

（二）外部性的调节机制分析

碳价水平的提高可能加剧碳交易试点制度的产业结构低碳化负外部性。随着碳价上升，试点

地区企业面临的减排压力和合规成本不断增加，部分高耗能企业会加快将高碳排放的生产环节布

局至周边地区。换句话说，碳交易试点地区碳价越高，周边地区因碳交易试点制度而形成的高耗能

行业产业布局效应就有可能越明显，受产业结构低碳化外部性的影响程度也会越突出。此外，加强

周边地区环境规制力度可以缓解产业结构低碳化负外部性。当周边地区环境规制较强时，高碳排

放企业难以延续原有的粗放式生产模式，在要素市场中对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的资源吸附能力相

对较弱，从而能够减轻对绿色低碳行业发展的潜在冲击。换言之，周边地区环境规制力度可能是缓

解碳交易试点制度产业结构低碳化负外部性的有效调节机制。鉴于此，本文构建实证模型如式（8）
和式（9）进行回归分析。

ln LCSit = α 0 + α 1Treati × Postt × Priceit + α 2Treati × Postt + α 3 Priceit + α 4 Xit + λt + μi + εit（8）
lnLCSit = α 0 + α 1Treati × Postt × Aimit + α 2Treati × Postt + α 3 Aimit + α 4 Xit + λt + μi + εit（9）
Priceit 为 i地区 t年份相邻试点地区碳市场平均碳价（简称为碳价格），数据来源于中国碳排放权

交易网；Aimit 为 i地区 t年份环境规制力度（简称为规制力度），参考王红建等（2017），以各地区“十一

五”“十二五”“十三五”期间节能减排目标的平均值作为环境规制力度代理变量。变量“区县当年是

否位于周边地区×碳价格”和变量“区县当年是否位于周边地区×规制力度”为本文重点关注的交互

项变量，以期分析碳价格和环境规制力度对外部性效应的调节机制。回归结果见表 4。
表 4 调节机制分析结果

变量

区县当年是否位于周边地区×碳

价格

区县当年是否位于周边地区×规

制力度

区县当年是否位于周边地区

常数项

控制变量

前定变量

区县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观测值

R2

相邻试点地区碳市场平均碳价水平

（1）
产业结构低碳化

-0.0275**

（0.0125）

-0.0590
（0.0368）

-0.215
（0.737）

是

否

是

是

18408
0.375

（2）
产业结构低碳化

-0.0292**

（0.0125）

-0.0485
（0.0372）

257.174
（246.282）

是

是

是

是

18408
0.376

周边地区环境规制力度

（3）
产业结构低碳化

0.190**

（0.0766）
-1.0943***

（0.412）
-1.0265
（0.960）

是

否

是

是

15921
0.371

（4）
产业结构低碳化

0.214**

（0.0847）
-1.215***

（0.456）
485.558

（390.792）
是

是

是

是

15921
0.372

表 4 列（1）（2）分别汇报了模型（8）的估计结果，以列（2）结果为参考，交互项变量“区县当年是否

位于周边地区×碳价格”估计系数在 5% 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试点地区碳价越高，碳交易机制对周边

地区产业结构低碳化的外部性作用越明显。模型（9）回归结果见列（3）（4），以列（4）加入前定控制变

量后的结果为参考。其中，变量“区县当年是否位于周边地区×规制力度”估计系数在 5% 水平上显著

为正，这说明提升周边地区环境规制力度可以降低碳交易制度对其产业结构低碳化负外部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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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进一步研究

（一）碳交易制度对于产业低碳效率的外部性影响

基准回归结果从产业结构层面验证了碳交易试点制度对产业绿色转型存在显著外部性，而机制

分析进一步揭示了这种外部性主要通过产业布局、要素配置和技术创新三条路径发挥作用。尤其在

技术创新效应方面，碳交易试点制度带来周边地区技术创新水平提升后，理论上能够有效降低企业

能源消费强度，进而提升行业整体的碳排放效率。这表明，碳交易试点制度可能通过技术扩散效应

和技术示范效应，提高周边地区行业内部单位碳排放的经济产出，即优化了碳排放要素生产效率（简

称“碳排放效率”）。基于碳排放效率的角度对碳交易制度外部性效应进行考察，不仅有助于深化对

其跨区域影响机制的理解，而且有利于从行业层面为碳交易制度深化改革提供更加细致和准确的依

据。为了实证检验碳交易试点制度对周边行业碳排放效率的影响效应，本文首先测算了区县行业层

面（四位数代码行业）的产业低碳效率指标 LCE，然后建立三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考察，模型如下：

ln LCEijt = α 0 + α 1Treati × Postt × Cindj + α 2Treati × Postt + α 3 Postt × Cindj + α 4Treati × Cindj

+α 5 Postt + α 6Treati + α 7Cindj + α 8 X + λt + δj + μi + εijt （10）
其中，LCEijt 为产业低碳效率指标，i为地区，j为行业，t为年份，Treati × Postt × Cindj 是三重差分

变量（即“区县当年是否位于周边地区×控排行业”），Cindj 为各碳交易试点地区的重点控排行业（即

“控排行业”）。Postt 为碳交易政策时间虚拟变量，Treati 是处理组（周边区县）虚拟变量，λt、δj、μi 分

别为时间、行业、区县固定效应，X 为控制变量向量，包括区县层面控制变量和行业层面控制变量

（生产规模、存货规模、资产规模、税收补贴等）。产业低碳效率指标 LCEijt 的构建过程如下：

首先，计算企业碳排放生产率 CEijmt，见式（11）。其中，Yijmt 为企业 m 的总产值，Cijmt 表示企业 m 碳

排放总量，CEijmt 越高表明企业单位碳排放的产出越高；企业碳排放根据中国税收调查数据库中披露

的企业能源消费数据（即煤炭、石油、天然气、电力消费量），结合相应的能源碳排放系数进行测算。

CEijmt = Yijmt /Cijmt （11）
其次，根据企业 m 相对于所在区县行业总产值的比重，计算权重 wijmt，见式（12），作为从企业层

面加总测算行业层面碳排放效率指标的权重，从而考虑企业规模对于指标测度结果的影响。最后，

以 wijmt 为权重，测算 i区县 j行业 t年份的企业碳排放效率加权平均值，得到产业低碳效率指标 LCEijt，

见式（13）。实际上，LCEijt 反映了 i区县 j行业 t年份的碳排放生产效率水平，指标越高表明该行业碳

排放生产效率越高。

wijmt = Yijmt ∑m
Yijmt （12）

LCEijt =∑m
wijmt × CEijmt （13）

回归结果见表 5 列（1），变量“区县当年是否位于周边地区×控排行业”的估计系数在 10% 水平

上为正，这表明相比于非控排行业，碳交易试点制度对周边地区控排行业的产业低碳效率水平具有

正向作用。①虽然碳交易制度在区县层面对产业结构低碳化产生了负外部性，但在行业层面对控

排行业碳排放效率表现出积极影响。

（二）高技术行业的产业低碳效率

前文的实证分析表明，碳交易制度促进周边地区控排行业的产业低碳效率提升，这可能与技术

①　本文也针对不同的碳交易制度重点控排行业进行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周边地区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

物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等行业低碳效率水平因碳交易制度而显著提

升，但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农副食品加工业等行业碳排放效率则显著降低。此外，本文还构建三重差分模型验证了碳交易制度

对试点地区未纳入碳交易市场控排企业的碳排放效率也表现出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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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效应有关。为验证这一猜想，本文进一步实证讨论周边地区高技术行业与一般行业由碳交易

制度导致的产业低碳效率的变化，间接考察技术创新的作用。具体来说，选择碳交易控排行业中的

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等作

为高技术控排行业，其他行业为一般控排行业。引入虚拟变量“高技术行业”（当样本属于高技术控

排行业时，变量取 1，否则为 0）和“一般行业”（当样本属于一般控排行业时，变量取 1，反之取 0），替

换模型（10）中的“控排行业”变量进行三重差分检验。表 5 汇报了回归检验结果，变量“区县当年是

否位于周边地区×高技术行业”的估计系数在 5% 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碳交易政策促进了高技

术行业的产业低碳效率。但变量“区县当年是否位于周边地区×一般行业”的估计系数未通过 10%
的显著性检验，碳交易制度对一般行业的产业低碳效率没有发挥明显的作用。技术创新水平越高，

碳交易制度对产业低碳效率的正外部性效应越为明显，假说 4b 得到验证。

表 5 三重差分结果

变量

区县当年是否位于周边

地区×控排行业

区县当年是否位于周边

地区×高技术行业

区县当年是否位于周边

地区×一般行业

区县当年是否位于周边

地区

区县控制变量

行业控制变量

区县固定效应

行业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观测值

R2

（1）
产业低碳效率

0.057*

（0.029）

0.132***

（0.030）
是

是

是

是

是

426166
0.267

（2）
产业低碳效率

0.067**

（0.034）

0.132***

（0.028）
是

是

是

是

是

426166
0.266

（3）
产业低碳效率

0.003
（0.033）
0.149***

（0.029）
是

是

是

是

是

426166
0.267

本文研究发现，碳交易试点制度能够通过技术创新效应提升高技术控排行业的碳排放生产效

率，但在一般控排行业中并不显著。该结果说明，在碳交易制度的作用下，高技术控排行业具有更

突出的低碳转型表现。这意味着，在稳步扩大碳市场覆盖范围和交易主体规模的过程中，应充分考

虑行业间的异质性，特别要重视高技术行业（尤其是数据中心等数字基础设施行业）的有序纳入，从

而发挥技术创新效应对整体行业碳排放生产效率的优化作用。

七、 结论与政策建议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完善生态文明基础体制，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健全绿色低碳

发展机制”。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中发〔2024〕
24 号）明确提出“健全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推进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温室气体自

愿减排交易市场建设”。2025 年 8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推进绿色低碳转型

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的意见》，明确指出碳市场是利用市场机制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经济社会

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重要政策工具。中国碳交易制度正处于“从试点到全国”的过渡阶段，试点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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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与全国碳市场并行。探究试点碳市场对全国范围尤其是周边地区产业绿色转型的外部性效应

不仅有助于为我国碳交易制度的深化改革提供理论支持，也能够为其他类型的资源环境要素市场

建设贡献政策参考。

本文研究表明，中国的碳交易试点制度对于周边地区产业结构低碳化转型产生了负外部性效

应。碳交易试点制度导致周边地区的区县产业结构低碳化水平降低了 11%。究其原因，碳交易试点

制度推动了周边地区重点规制行业的相对规模扩张，并削弱了区域低碳要素配置效率，即通过“产业

布局效应”和“要素配置效应”两种作用机制，阻碍周边非试点地区产业结构低碳转型。然而，碳交易

试点制度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周边地区的技术创新活力，提高企业的科技创新水平，从而通过

“技术创新效应”缓解产业结构低碳化的负外部性影响。值得一提的是，强化周边地区环境规制力度

有助于减少碳交易制度负外部性的不利影响，而试点地区碳价水平的上升则可能加剧负外部性效

应。进一步研究发现，与其他行业相比，碳交易试点制度会提高周边地区高技术行业碳排放效率。

研究结论验证了碳交易试点制度在周边地区产业结构低碳化转型中的负外部性效应和内在机

制，发现了区域间因制度实施而产生的低碳转型不平衡问题，并揭示出跨区域制度协同与生态要素

流动的制度瓶颈，为进一步打破生态要素市场分割、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贡献了新的学理智

慧。同时，本文研究也为新型生产关系如何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机制证据。具体而言，新

质生产力的形成离不开技术、资本和资源环境等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碳交易试点制度外部性所

揭示的产业布局效应和要素配置效应，本质上反映了生产要素在不同区域流动过程中的制度壁垒

与市场分割。如果碳交易试点体系未能向全国统一碳市场过渡的话，则会产生政策洼地，对非试点

地区的绿色低碳转型形成负外部性，最终可能阻碍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基于主要研究结论，

本文提出以下三点政策建议。

第一，打破要素市场区域壁垒，推动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改革。2023年 7月，全国生态环境保护

大会提出，要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把碳排放权、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等资源环境要

素一体纳入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总盘子。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制度是我国在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

改革中先行先试的良好实践，可以为全国统一碳市场建设探索经验。然而，本文研究结论表明，碳交

易试点制度不利于周边地区的产业结构低碳化转型，这种外部性效应反映制度摩擦导致的要素市场

分割及其带来的区域绿色发展不平衡问题（刘志彪和孔令池，2021）。我国在推动“由点及面”的资源

环境要素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应该充分重视区域市场交易试点制度的潜在外部性影响，并重点识别各

类要素市场中存在的行政区域制度性分割（马草原等，2023）。具体而言，可以借鉴碳交易制度的实践

经验（加快从区域试点探索过渡到全国统一运行），厘清各地区资源环境要素的市场现状，以统一健全

的规则体系与制度安排推进资源环境要素的市场化改革，避免在绿色低碳转型领域由于要素分割产

生的空间负外部性。因此，建议中央政府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如统一的市场交易规则、绿色政绩考

核约束和环境信息披露），处理好“央—地”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加大对碳排放权、用能权、用水权、排污

权等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割裂现象的监管和处罚力度，激发地区间绿色低碳转型的内生增长动力。

第二，发挥技术创新作用，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资源环境要素市场的制度摩擦与行政壁垒在

短期内难以被完全消除，碳交易制度在区域层面的产业结构低碳化负外部性可能阻碍新质生产力

的形成与发展。本文研究表明，技术创新是缓解碳交易制度负外部性的关键路径。当前，中国碳交

易制度处于过渡阶段，全国统一市场与地方试点市场并行，导致试点政策对周边地区产业结构低碳

化的负外部性仍存在。换言之，实现绿色低碳转型，需要依靠技术创新效应在产业链、供应链和价

值链中发挥作用，从根本上提升重点行业的碳排放效率，推动绿色生产力发展。具体而言，建议政

策制定部门加大对技术创新的制度化支持力度。一方面，应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

现代信息技术，建立全国性技术创新与推广平台，推动绿色低碳技术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共享和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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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通过加强与企业、行业协会和金融机构的合作，可以加快绿色技术创新成果在各类产业中的转

化与应用。另一方面，应积极培育和扶持一批具有示范效应的低碳技术应用项目，以点带面，形成

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模式，吸引更多主体参与到绿色低碳转型中来，尤其是针对钢铁、化工、电力

等低碳化难度较高的传统行业。同时，还应重视前瞻性绿色技术研发的战略引导，加大对可再生能

源、碳捕集与封存、生态修复等绿色低碳领域的研发资金投入。通过税收优惠、绿色金融等政策工

具增加企业创新活力，形成更加稳固的绿色技术研发生态。此外，还应鼓励跨区域、跨行业的技术

协同创新，推动不同地区在技术研发与应用上的优势互补，打破区域间技术壁垒，从而在更大范围

内提升整体低碳效率。依据《关于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的意见》，有计划分步骤

地扩大实施范围是当前碳市场的重要政策导向。随着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以及对算力

资源的需求增长，近年来，数据中心等数字基础设施的能源消耗问题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未

来，在扩大碳市场覆盖范围和交易主体的过程中，要特别重视对于高技术行业低碳转型的引导与监

管，避免和其他行业形成“一刀切”的控排规则，加强碳交易市场有针对性的制度设计。

第三，加快全国碳市场建设，降低区域间制度性摩擦。本文研究表明，碳交易试点制度对周边地

区产业结构低碳化产生了负外部性影响，并且区域间的产业布局效应和低碳要素配置效应是主要的

作用机制。加快碳交易制度过渡到全国统一的碳市场，是解决试点型碳市场负外部性效应的有效途

径。然而，地区间政府监管能力、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会使得碳交易制度的标准难以规范（郑云坚和

吴施娟，2022），即便在全国碳市场制度下，也可能存在与试点型碳市场制度相似的外部性效应。制

定统一的碳交易规则与标准、降低区域间制度性摩擦，是推动全国碳市场建设的关键环节。首先，建

议基于国家层面制定统一的市场规则，减少地区间制度性差异。明确碳排放权的分配、交易、价格形

成机制等关键内容，出台相关法律文件，从而确保全国碳市场制度的合法性、合规性与执行力，要求

各地在执行过程中遵循统一的法律框架和规定，以保证全国市场的规则得到有效落实。其次，建议

中央政府促进地区间碳市场的协调发展，以解决重点领域的实际问题。地方政府针对重点控排行业

的生产布局、碳排放权交易的价格形成、绿色低碳技术的研发创新等方面，加强信息共享和协同合

作，从而减少地区之间的政策冲突，形成有效的制度性探索与监督管理经验，避免地区间的不平衡发

展所带来的空间外部性问题。最后，加快落实《关于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的意见》

的总体要求，有计划分步骤扩大实施范围、扩展参与主体，营造更加公平公开透明的市场环境，努力

实现碳排放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推动传统产业深度转型，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激发

全社会绿色低碳发展内生动力，为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建设美丽中国提供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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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Green development constitutes the foundation of high-quality growth, and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indus‐

trial structures is essential for fostering and advanc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e carbon emissions trading system 

not only serves as an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for promoting green and low-carbon transition but also represents a new form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whichis aligned with the evolu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China’s pilot carbon emissions 

trading program, launched in 2011, was designed to drive industrial green transformation. However, the externality effects 

of the carbon emissions trading system on regional industrial green transformation, particularly in non-pilot areas surround‐

ing the pilots, as well as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remain insufficiently explored both empirically and theoretically. 

This paper,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original indicators and a novel empirical design, finds that the pilot carbon 

emissions trading system generates negative externalities for the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s in 

neighboring non-pilot areas. Drawing on the China Tax Survey Database, the study develops a county-level index of low-

carbon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applies a counterfactual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framework.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carbon emissions trading system significantly impedes the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s in counties 

located in adjacent provincial-level regions, with the strongest effects observed in those directly bordering pilot areas or 

within a 50-kilometer radius. Moreover, the magnitude of this negative effect is shaped by the regulatory intensity of sur‐

rounding regions and by carbon price levels in pilot markets. 

Building on the development logic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e paper further uncovers three key mecha‐

nisms underlying these externalities: industrial layout adjustment, resource allocation efficiency, and technological inno‐

vation. To probe into the role of innovation, the study constructs low-carbon efficiency measures across industries and em ‐

ploys a triple-difference approach.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while the carbon emissions trading system enhances low-

carbon efficiency in high-tech regulated industries, it produces no significant changes in other regulated sectors. 

By focusing on the externalities of the carbon emissions trading system in driving industrial green transformation, 

this research provides both theoretical insights and empirical evidence to inform the expansion of China’s carbon market 

from regional pilots to a nationwide system. It also offers valuable referenc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unified national 

ecological market, the cultiv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the acceleration of China’s green transformation.

The marginal contributions and potential innovations of this paper lie in three main aspects. First, unlike existing lit‐

erature that predominantly focuses on the local effects of carbon emissions trading pilots, this paper shifts attention to the 

externalities on the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s in neighboring countie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low-carbon industrial structure index that incorporates both micro-level firm information and macro-level industrial evolu‐

tion, thereby better capturing the substitution process of green and low-carbon industries for high-carbon ones. Second, 

the paper draws on the logic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and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proposing that the externalities of 

the pilot carbon emissions trading system emerge through three mechanisms: industrial layout,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while the carbon emissions trading system leads to industrial agglom ‐

eration in regulated sectors and reduced factor allocation efficiency in neighboring counties, it simultaneously stimulate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ird, this study introduces instrumental variables and optimizes the definition of “neighboring 

regions” to enhance the reliability and precision of the main conclusions. Moreover, based on industry-level low-carbon 

efficiency indicators,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the pilot carbon emissions trading system significantly improves carbon emis‐

sion efficiency in high-tech industries of neighboring regions, thereby confirming the role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s 

a core driving force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Key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Carbon Emissions Trading System; Industrial Green Transformation; Exter‐

nality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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